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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*

孙伟增，郑思齐

( 清华大学，北京 100084)

摘 要: 本文利用 2010 年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和成都 4 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，从产权类型、住房价值和入
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。研究发现: 第一，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
的正向影响，住房价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。第二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
民住房财富的初始差异，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。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
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，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。第三，在中国城市住房市场
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，家庭越早拥有住房，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
得越充分，居民的幸福感越高。这些实证发现对于理解住房的社会价值，特别是其对于民生和社会资源分配的
含义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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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住房往往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最大资产类型。

2011 年末美国家庭资产中 22. 1%是住房，占比最大①。
2002 年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更是在家庭资产中占到
47%的比重，居于所有资产中的首位②，到 2009 年这
一比例在某些城市甚至超过了 70% ( 陈斌开，李涛，
2011) ［1］。许多研究已表明，家庭财富与其幸福感的主
观感受息息相关 ( Frey and Stutzer，2002; Clark et al. ，
2007) ［2］［3］。在中国，住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组成
部分，同时它还具有许多与其它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

相区别的关键特征，这使之对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且

独特的影响。
首先，住房所有权本身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。国

际学者的研究表明，土地和住房是家庭所能拥有的最

大额度的财产类型，当获得其产权后，家庭会更具满

足感和安全感，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 ( Kingston
and Fries，1994) ［4］。自有住房家庭通常在社区内存在

共同利益，他们会更加关心和参与社会事务，这些行

为有利于社区质量 ( Green，2001 ) ［5］。另外，由于居
住稳定性和良好的社区环境，自有住房家庭的子女能

够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 ( Green and White，
1997) ［6］。住房资产还会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家庭的
消 费 行 为 ( Muellbauer， 2008; Case 和 Quigley，
2008) ［7］［8］，从而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感。李涛等
( 2011) ［9］首次研究了中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状况对幸福
感的影响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实际上，在世界上绝
大多数国家，政府都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优惠政策

鼓励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，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帮

助家庭积累财富的目的。
其次，住房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意味着太多

的含义。“安居乐业”的传统住房理念一直以来被中
国家庭所推崇，2007 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已
达到了 82. 3% ( 郑思齐等，2009) ［10］。在中国城市中，
一种普遍现象是先买房再结婚。与西方国家相比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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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“婚房”现象大大提前了对住房自有的需求。为了
使自己的子女能够顺利结婚生子，父母往往会尽全力

帮助子女买房，大量财富的代际转移使得年轻人在自

身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热衷于购买高价值的住

房，提前享受住房所带来的幸福感。
第三，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近十年的房价快

速上涨带来了住房财富的巨大不平等。以 1998 年前后
为分水岭，在此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往往能够以非常

低的“成本价”或“标准价” ( 大约是当时市场价的
1 /10 甚至更低) 购买到原先租赁的公房，作为对其长
期低工资的补偿。这些“房改房”尽管年代久远，但
大多处于城市中心较好的区位。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
职工几乎无法再获得这种机会，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

商品房。对于前者，这笔市场价值不菲的住房财富是
完全新增的，而后者只是将自己的现金资产等额转换

为了住房资产，这种制度转型使不同家庭住房的初始

财富出现了差异，近十年中国城市住房价格的高速上

涨进一步拉大了这个差距 ( 陈 彦 斌，邱哲圣，

2011) ［11］，许多年轻人会感慨“生不逢时”。同时，这
十年的房价上涨也形成了一批“幸运”的购房者———
他们在本世纪前几年房价尚未快速上涨之时购置下住

房，其财富水平随着房价上涨已经翻了几番; 而另一

些没有抓住时机的人们则深感 “痛失良机”，几年过
去，一套房子的价值涨的比自己这几年的收入加在一

起都要多，许多人因此而背上了“房奴”的包袱。每
个人在这样的制度转型和市场剧烈变动下都显得无能

为力。当住房财富的巨大差异并不能被个体努力程度
所解释时，社会矛盾就容易发生。
本文将探讨在这样一个制度转型和住房市场快速

发展的历史特定阶段，住房对于居民的幸福感意味着

什么? 这对于理解住房问题的民生含义和分析社会资

源分配的公平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。具体而言，文章
将讨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: 第一，与租房相比，住

房所有权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幸福感，这种幸福感是否

会随着住房价值的增高而增加? 与其他拥有其他财富

相比，拥有住房是否意味着更大的幸福感? 这有利于

我们去理解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———在现有的财富和
收入水平下，如何将其在住房和非住房间进行配置。
第二，从旧体制下获得的房改房与在住房市场中自由

选择的商品房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本质区别?

房改房是居民用极少成本获得的额外资产，如果用市

场价值计算，其升值额是巨大的，这有可能会在心理

上带给居民很好的感受。但同时房改房的区位又并非

居民自主选择的，住房与家庭需求的匹配程度可能比

不上商品房。第三，在中国近十年房价快速上涨这一
特定的历史时期中，提早买房的“幸运者”是否真的
拥有更大的幸福感?

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: 第二部分介绍本文

的数据情况和实证模型的设定; 第三部分对实证结果

进行分析; 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。
二、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
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于 2010 年 7 月

进行的“城镇居民生活及住房状况专项调查”，该项
调查与 2010 年城镇住户基本情况调查同步进行。调查
对象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和成都四个城市共计 2500 户
家庭 ( 北京市 1000 户，其他 3 个城市各 500 户) 。抽
样过程遵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住户调查的 PPS 抽
样方法，保证了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③。调查中详
细询问了被访家庭的经济状况、住房状况及对不同生
活条件的满意程度。
为了分析我们在引言中所提到的几个问题，我们

参考 Di Tella et al. ( 2001 ) ［12］ 和 Alesina et al.
( 2004) ［13］等相关研究，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 ( ordered
logit model) 来分析住房的财富效应对居民幸福感的影
响，并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:

Happinessij = α0 + α1·Wealth_ Hij + α2·Xij + Cityj

+ εij ( 1)
模型 ( 1) 中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ij是城市 j 居民 i

生活幸福感的度量指标。根据以往文献关于居民幸福
感指标的构建方法 ( Frey和 Stutaer，2002; 王韬和鲁元
平，2011) ［2］［14］，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系列关于居民
对不同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的问题，这里我们以居民

对总体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

标，记为 Happiness，取值 1 － 5，分别对应 “非常不满
意”、“较不满意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满意”和“非常满
意”。
在模型 ( 1 ) 的右边，Wealth_ Hij表示城市 j 第 i

个居民家庭的住房状况，包括居民拥有住房的情况

( Own) 和住房价值 ( House_ value) 。Xi 为控制变量，

包括居民家庭的家庭收入 ( Income ) ，非住房资产
( Asset) 和负债状况 ( Debt ) ④ 以及家庭户主的性别
( Male) 、年龄 ( Age) 、受教育水平 ( Education ) 、就
业情况 ( Employment) 和家庭人口数量 ( Household_
size) 、户口状况 ( Hukou ) ( Frey 和 Stutaer，2002;
Knight et al. ，2009; 王韬和鲁元平，2011; 李涛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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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PPS ( 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) ，即标准组群抽样方法或称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法。
由于调查中缺乏对家庭资产负债详细信息的调查，这里我们利用家庭财产性收入这一流量数据 ( 包括利息、红利、财产增值收

益等) 来表征家庭的非住房资产; 以家庭非消费性支出 ( 包括非生产性贷款利息支出、购房建房支出、借贷支出等) 来表征家庭的负债
情况。



2011) ［2］［15］［13］［9］。考虑到居民所在城市的社会、经济、
文化、制度等因素对家庭状况和生活幸福感的影响，
在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城市虚拟变量 ( City) 。
在实证分析过程中，需要根据家庭类型的不同进

行分类回归，例如: 对于拥有住房和没有住房的家庭，

住房价值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不同; 住房价值 ( 这

里表现为价格) 对于有购房计划和没有购房计划的家

庭影响程度也会不同，等等。为了解决回归中可能存
在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，本文采用 Heckman 两步回归
的方法:

第一步利用 probit 模型，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、

是否有购房计划和是否拥有房改房进行回归，如模型

( 2) 。
Prob OWN* = 1 |( )· = β0 + β1·Wealth_ Hij + β2·

Xij + Cityj + δij ( 2)
式中解释变量不包含家庭的住房财富状况，其它

变量与 ( 1) 式相同。利用 ( 2) 式测算相应的逆米尔
斯比率 ( Inverse Mills Ratio ) ，作为修正项带入 ( 1 )
式。其中 Inverse Mills Ratio 的下标 1、2、3 分别对应
上述三个概率模型⑤。
表 1 给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。

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

变量名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

Happiness
生活满意程度，1 =非常不满意，2 =较不满意，3
=一般，4 =较满意，5 =非常满意

2500 3. 323 0. 773

Own 拥有住房家庭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855 0. 352

House_ value 住房的市场价值 ( 元) 2499 944245. 7 1512788

HAI 住房市场价值除以家庭年收入 2499 21. 645 541. 689

△Housevalue
从购房时点到受访时点 ( 2010) 住房价值的增长量
( 元)

1337 1759023 2420204

House_ age 房龄 ( 年) 2500 19. 682 15. 835

Asset 财产性收入 ( 元 /月) 2500 169. 550 945. 837

Debt 家庭负债 ( 元 /月) 2500 7319. 498 5949. 308

Income 家庭可支配收入 ( 元 /月) 2500 8690. 327 6228. 583

Male 性别，1 =男，0 =女 2497 0. 571 0. 495

Age 年龄 2497 46. 621 11. 486

Family_ size 家庭人口数量 2500 2. 987 0. 865

Hukou 户口状况，1 =本市户口，0 =非本市户口 2500 0. 864 0. 343

Buyage 购房时房主的年龄 2497 32. 497 12. 828

Education 受教育情况

NONE 未受过教育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004 0. 060

PRI 初等教育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023 0. 151

MID 中等教育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587 0. 492

HIGH 高等教育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386 0. 487

Emloyment 就业情况

EMP 就业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758 0. 428

RET 退休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206 0. 405

UNEMP 失业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023 0. 149

STUD 学生为 1，其他为 0 2500 0. 013 0. 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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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对于这部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如有需求可向作者索取，文中不做详细报告。



三、实证分析
( 一) 描述性分析
表 2 给出了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整体水平。从

全部样本来看，对总体生活质量 “非常满意”和 “较
满意”的个体分别占总数的 4. 2%和 36. 76%，也就是
说有近 41%的居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; 另
外，有约 11%的个体对总体生活质量表示不满意，其
中“非常不满意”和“较不满意”的个体分别占总数

的 1. 88%和 9. 12%。总体而言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幸
福感较强。分城市来看，一线城市北京、上海和深圳
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差异不大，而作为二线城市代

表的成都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明显更高，有一半以上

( 约 51% ) 的居民对当前的总体生活质量“非常满意”
或“较满意”。另外，相对而言，拥有本地城市户口⑥

的居民总体的生活幸福感要略高于拥有非本市户口⑦

的个体，但差异并不很明显。
表 2 城市居民整体生活幸福感状况

生活满意度 全部样本
城市 户籍状况

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非本市户口 本市户口

非常不满意 1. 88% 1. 50% 3. 20% 1. 80% 1. 40% 2. 65% 1. 76%

较不满意 9. 12% 9. 20% 10. 60% 9. 20% 7. 40% 10. 88% 8. 84%

一般 48. 04% 47. 80% 48. 40% 56. 20% 40. 00% 52. 65% 47. 31%

较满意 36. 76% 37. 50% 36. 00% 32. 00% 40. 80% 32. 35% 37. 45%

非常满意 4. 20% 4. 00% 1. 80% 0. 80% 10. 40% 1. 47% 4. 63%

表 3 根据家庭拥有住房的情况进行了划分。可以
看到，有房家庭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要明显高于没有住

房的居民，其中有房家庭的居民中报告 “非常满意”
和“较满意”的个体占到了总数的 43. 92%，要比无

房家庭的居民高出 15. 19%，而有房家庭的居民中报告
“非常不满意”和 “较不满意”的个体比重也要明显
少于无房家庭的居民。此外，在所有有房家庭中，拥
有多套住房的家庭生活幸福感要明显偏高。

表 3 住房拥有情况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

生活满意度 无房家庭
有房家庭

有房家庭全部 一套住房 多套住房

非常不满意 2. 49% 1. 52% 1. 97% 0. 64%

较不满意 12. 71% 8. 11% 9. 04% 5. 43%

一般 56. 08% 46. 45% 48. 55% 35. 78%

较满意 26. 52% 39. 11% 36. 55% 49. 84%

非常满意 2. 21% 4. 81% 3. 89% 8. 31%

考虑到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住房产权差异，

对已有住房家庭的住房产权类型进行了分类: 房改房

和商品房⑧。表 4 给出了两类住房中家庭生活幸福感统
计结果，总体上来看，拥有商品住房的居民幸福感要

稍高于住房类型为房改房的家庭，但差距并不明显。
表 4 住房产权类型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

生活满意度
住房产权类型

房改房 商品房

非常不满意 1. 59% 1. 51%

较不满意 9. 34% 7. 10%

一般 48. 20% 44. 82%

较满意 37. 47% 41. 09%

非常满意 3. 40% 5. 47%

( 二) 计量模型分析
1. 住房拥有状况及住房价值对幸福感的影响
利用计量模型 ( 1) ，表 5 测算了居民家庭住房拥

有状况对其幸福感的影响。首先在第 ( 1) 列中，我们
仅仅加入了居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，这有利

于我们与之前的经验研究结果相比较。从 ( 1) 式的回
归结果中可以看出，家庭可支配收入 ( Income，取对
数代入模型) 的回归系数在 1%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，
即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，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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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
⑦

⑧

包括本市非农业户口和本市农业户口。
包括外地非农业户口和外地农业户口。
从建筑时间上来看，房改房平均建筑年代为 1989 年，商品房平均建筑年代为 1998 年。



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 ( McMahon，2006; Ball ＆
Chernova，2008; 等等) ［16］［17］。男性虚变量 ( Male) 的
系数为负且接近显著，表明我国女性比男性的生活幸

福感更高。家庭的人口规模 ( Family_ size) 越大，家
庭中居民的幸福感越低，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越多

会增加居民的生活负担，从而影响整体的生活质量。
与李涛等 ( 2011 ) ［9］ 的研究结论相同，户口状况
( Hukou) 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较为重要的影响，拥有
城市户口的居民生活幸福感更高。受教育程度对居民
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十分显著，初等教育 ( PRI) 、中等
教育 ( MID) 和高等教育 ( HIGH) 虚变量的回归系数
都在 5%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，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
提高，系数的绝对值也越来越大，表明与没有受过教

育的居民相比，受过教育的居民幸福感明显更高，并

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得到提

升。从就业状况来看，与就业者相比，退休 ( RED)
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负，学生 ( STUD) 的幸福感更
强。以上这些结果都符合直觉，且与已有文献基本一
致。
在第 ( 2) 列中，我们加入了居民家庭拥有住房情

况的虚变量，回归系数在 1%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，
表明拥有住房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。
为了使测算结果具有更直观的可读性，我们在关键变

量统计量的下面另外增加了一个统计值，该统计值与

普通 OLS回归中的回归系数含义相近，表示该变量变
化 1 个单位，居民幸福感从不幸福 ( “非常不满意”、
“较不满意”、“一般”) 转变到幸福 ( “较满意”、“非
常满意”) 的比例⑨。从第 ( 2 ) 列的回归结果看，从
没有住房转变到拥有住房，居民报告自己幸福的比例

将增加 6. 28%，相应的报告自己不幸福的比例会下降
6. 28%。
第 ( 3) 列和第 ( 4) 列针对有房家庭，分析住房

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。首先，在第 ( 3) 列中我们
加入了住房价值变量 ( House_ value) ，回归结果显示，
在控制家庭非住房资产以及收入和负债的情况下，住

房价值越高居民的幸福感也越高。具体来看，住房价
值每增加 1%，居民报告其自己幸福的比例增加
5. 05%。在第 ( 4) 列中我们进一步加入了表征居民家
庭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指标 ( HAI，即房价收入比) ，回
归结果显示，住房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显著

为正，而房价收入比越高，居民的幸福感越差，也就

是说如果住房消费超过了家庭经济状况可承受的范围，

会给居民带来更多的生活压力，进而降低其幸福感。
从回归结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住房价值变量前的系

数要明显大于家庭非住房资产变量 ( Asset) 前的系数，
即住房资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要更高。当然，由于
本文尚无法很好地解决住房价值与居民幸福感的内生

性问题，这一比较结果有待进一步的验证。

表 5 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状况对其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

被解释变量 ( Happiness)

所有家庭 有房家庭

( 1) ( 2) ( 3) ( 4)

Own

0. 309＊＊＊

( 2. 68)

［0. 0628］

log ( House_ value)

0. 417＊＊＊ 0. 787＊＊＊

( 4. 41) ( 5. 15)

［0. 0505］ ［0. 0798］

HAI

－0. 0340＊＊＊

( －2. 98)

［－0. 0035］

log ( Asset)
0. 0313 0. 0298 0. 0337 0. 0345

( 1. 64) ( 1. 56) ( 1. 54) ( 1. 57)

log ( Income)
1. 009＊＊＊ 0. 984＊＊＊ 0. 892＊＊＊ 0. 534＊＊＊

( 10. 43) ( 10. 14) ( 6. 74) ( 3. 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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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 对于有序 logit模型，可以利用变量的系数计算出相应的概率。具体的计算过程参见《计量经济学分析》 － William H. Greene，
875 － 879。



log ( Debt)
－0. 00714 － 0. 00973 － 0. 0114 － 0. 0155

( －0. 17) ( －0. 23) ( －0. 23) ( －0. 32)

Male
－0. 118 － 0. 124 － 0. 103 － 0. 101

( －1. 38) ( －1. 45) ( －1. 06) ( －1. 04)

Age
0. 00507 0. 00237 － 0. 00699 － 0. 00666

( 0. 19) ( 0. 09) ( －0. 22) ( －0. 21)

Age* Age ( /100)
0. 00432 0. 00661 0. 0151 0. 0139

( 0. 15) ( 0. 22) ( 0. 46) ( 0. 42)

Family_ size
－0. 0748 － 0. 0779* － 0. 0893* － 0. 0967*

( －1. 59) ( －1. 65) ( －1. 71) ( －1. 84)

Hukou
0. 156 0. 0861 0. 260 0. 231

( 1. 26) ( 0. 68) ( 0. 97) ( 0. 85)

Education: NONE ( Reference)

PRI
0. 950* 0. 963* 0. 915 0. 943

( 1. 87) ( 1. 87) ( 1. 50) ( 1. 53)

MID
0. 948＊＊ 0. 944＊＊ 1. 054＊＊ 1. 095＊＊

( 2. 36) ( 2. 29) ( 2. 28) ( 2. 34)

HIGH
1. 004＊＊ 0. 989＊＊ 1. 024＊＊ 1. 052＊＊

( 2. 49) ( 2. 39) ( 2. 20) ( 2. 23)

Employment : EMP ( Reference)

RET
－0. 206 － 0. 216 － 0. 250* － 0. 227

( －1. 52) ( －1. 60) ( －1. 69) ( －1. 53)

UNEMP
－0. 00130 － 0. 0297 0. 141 0. 177

( －0. 00) ( －0. 10) ( 0. 49) ( 0. 63)

STUD
0. 565 0. 538 0. 791* 0. 771*

( 1. 39) ( 1. 34) ( 1. 76) ( 1. 71)

Inverse Mills Ratio1
0. 406 0. 374

( 0. 61) ( 0. 56)

City Dummy Yes Yes Yes Yes

Observations 2492 2492 2131 2131

Pseudo R2 0. 044 0. 045 0. 045 0. 047

注: 圆括号内是 z统计量，＊＊＊、＊＊、* 分别表示在 1%、5%、10%的显著水平上显著。方括号中是计算出的
概率值。
为了进一步分析住房价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

的幸福感的影响，在表 6 中我们将有购房需求的家庭
分为两类: 其中第 ( 1 ) 列为没有住房的家庭，第
( 2) 列为有房家庭，我们将这两类家庭的购房需求分
别看成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 ( 或改善性) 需求。从回
归结果中可以看出，住房价值对于有消费性购房需求

的家庭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作用，一个合理的解释

是: 当前租住住房的价值越高，这些家庭将面临越大

的购房压力，从而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心理感受。

相反，住房价值越高，有投资性 ( 或改善性) 需求的

家庭的幸福感越高，分析原因，一方面已有住房价值

越高，家庭的资产越多，幸福感越高; 另一方面，在

市场持续走高的住房市场，住房价值越高，投资带来

的收益也会越高，因此居民的幸福感也会得到提升。
对比第 ( 2) 列和表 5 中第 ( 3) 列住房价值的影响作
用也能看出，住房价值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家庭生活幸

福感存在额外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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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住房价值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

被解释变量 ( Happiness)

无房* 有购房需求 有房* 有购房需求

( 1) ( 2)

log ( House_ value)
－1. 155＊＊ 0. 701＊＊＊

( －2. 15) ( 3. 09)

［－0. 175］ ［0. 170］

Inverse Mills Ratio2
－ 1. 830 40. 81＊＊

( －0. 46) ( 2. 20)

Personal Attributes Yes Yes

City Dummy Yes Yes

Observations 58 402

Pseudo R2 0. 188 0. 096

注: 其他变量与表 5 相同，回归结果省略汇报，注释同表 5。
2. 住房产权类型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
在这一部分我们对比分析房改房和商品住房家庭

的住房价值对各自幸福感的影响。房改房和商品住房
分别代表了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前后居民获得住房的

主要形式，从家庭住房资产来源的角度看，又分别代

表了“已购房改房”和“已购市场价住房”两种基本
来源形式。表 7 中，第 ( 1) 列和第 ( 3) 列分别对房
改房家庭和商品房家庭进行了回归，在两个模型中，

住房价值变量的系数都为正，表明住房价值对两类住

房居民的幸福感都有正向作用。从影响效果看，住房
价值对商品住房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显著，住房价值每

增加 1%，居民报告其幸福的比例上升 4. 23% ; 住房
价值对房改房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为正，统计上接近

显著，住房价值增加 1%，居民报告其幸福感的比例
上升 5. 70%，影响效果要大于商品住房价值。分析原
因，我们认为，房改房的取得成本较低，相应的市场

价值完全表现为居民家庭资产价值的增加，由于参照

基准较低，相对于通过较高资本付出而获得的商品房，

其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明显。而商品房价值
的增加受到市场因素和居民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，不

确定性的存在也使得商品房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

作用下降。
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种住房产权类型在住房选择自

由度上的差异所可能带来的幸福感差异，我们把住房

价值分解为与建筑属性相关的空间服务所对应的空间

价值 ( Space) 和住房的区位价值 ( Location) 两部分，
具体分解过程可参见郑思齐等 ( 2011) ［18］的研究瑏瑠。表
7 的第 ( 2) 列和第 ( 4) 列分别针对房改房家庭和商
品住房家庭进行了回归。从回归结果来看，对于拥有
房改房的家庭，住房空间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占

主导地位，住房空间价值每增加 1%，居民报告其幸
福的比例增加 9. 72%。对于拥有商品住房的家庭，住
房空间价值和住房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都显

著为正，而住房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要明显

高于住房空间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。分析原因，
房改房中的居民并没有经历自由的住房选择，尽管这

部分财富是完全新增的，但住房与其需求的不匹配程

度可能较高，特别是在区位需求方面，因此住房的区

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; 而购买商品住房

的家庭可以更加自由的选择住房的建筑属性特征和区

位特征，住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。

表 7 不同产权类型对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

被解释变量 ( Happiness)

房改房家庭 商品房家庭

( 1) ( 2) ( 3) ( 4)

log ( House_ value)

0. 262 0. 509＊＊＊

( 1. 55) ( 3. 06)

［0. 0570］ ［0. 0423］

7
瑏瑠 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有需求可向作者索取。



Space
0. 437* 0. 416＊＊

( 1. 92) ( 2. 18)

［0. 0972］ ［0. 0398］

Location

0. 0972 0. 656＊＊＊

( 0. 45) ( 2. 69)

［0. 0211］ ［0. 0610］

Inverse Mills Ratio3
－ 1. 433 － 1. 453 － 0. 838 － 0. 858

( －1. 56) ( －1. 58) ( －1. 36) ( －1. 39)

Personal Attributes Yes Yes Yes Yes

City Dummy Yes Yes Yes Yes

Observations 942 942 853 853

Pseudo R2 0. 033 0. 034 0. 065 0. 066

注: 其他变量与表 5 相同，回归结果省略汇报，注释同表 5。
3. 入市时间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
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入市时间对居民生活幸

福感的影响。在表 8 的第 ( 1) 列中我们引入了居民购
买住房时的年龄变量 ( Buyage) ，回归结果显示，购房
时户主年龄变量的系数接近显著为负，表明居民在购

房时越年轻当前的生活幸福感越高。我们认为其中一
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住房同时兼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

属性，相应的住房给家庭带来的收益既包含生活舒适

度的享受，也包含住房资产升值给家庭带来的资产收

益，因此对于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来说，越早的购买

住房，对家庭生活质量和资产价值的提升越有利。为
了进一步验证住房资产价值的积累对居民幸福感的正

向影响，在第 ( 2) 列中加入了表征住房价值增加量水
平的变量: 从购房时点到受访时点 ( 2010 年) 住房价
值的增加值 ( △Housevalue，以对数形式代入模型) 。
回归结果显示，住房价值增加值对居民当前幸福感的

影响显著为正，且每提高 1%居民报告其幸福的比例
会增加 3. 91%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上述结果是在中国近年来住房市

场的特定发展路径下得到的，仅能反映这四个样本城

市在这一时期的情况，并不具有普适性。
表 8 入市时间对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

被解释变量 ( Happiness) :
有房家庭

( 1) ( 2)

Buyage

－ 0. 0224

( －1. 62)

［0. 0653］

被解释变量 ( Happiness) :
有房家庭

( 1) ( 2)

log ( △Housevalue)

0. 205＊＊

( 2. 38)

［0. 0391］

log ( House_ value)
0. 458＊＊＊

( 3. 77)

House_ age
－ 0. 0109* － 0. 0191＊＊＊

( －1. 77) ( －2. 93)

Inverse Mills Ratio1
0. 798 0. 961

( 0. 91) ( 0. 90)

Personal Attributes Yes Yes

City Dummy Yes Yes

Observations 1618 1175

Pseudo R2 0. 051 0. 045

注: 其他变量与表 5 相同，回归结果省略汇报，
注释同表 5。
四、结论和政策含义
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于 2010 年对北京、上海、深

圳和成都 4 个城市 2500 户家庭进行的“城镇居民生活
及住房状况专项调查”数据，从产权类型、住房价值
和入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

影响。
实证结果发现: 第一，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

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，对于有房家庭，住房资产是

家庭最重要的财富，住房价值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高，

但对于没有住房的家庭，住房价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

响为负。第二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民住房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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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的初始差异，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

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。从价值总量上看，由于房
改房的获得成本很低，增值效应非常显著，其单位市

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; 当对住房

价值进行分解时，空间价值对房改房中居民的幸福感

影响较大，而区位价值对商品房中居民的幸福感影响

较大，这意味着居民通过自由选择购买商品房能够使

其对居住区位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。第三，入市时间
对于住房所带来的幸福感十分重要。在中国城市住房
市场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，一个家庭在

其生命周期内越早拥有住房，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

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，居民的幸福

感越高。
本文的实证发现具有以下政策含义: 第一，住房

对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，对于改善

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。这意味着从整个社
会资源配置的角度，鼓励向住房领域倾斜有一定的理

论依据。第二，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，租房决策
仍然是家庭的次优选择，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适当引导

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选择不同所有权形式，积极转变租

房观念，这将是实现“住有所居”的政策目标以及以
公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政策得以有效推广的必要条件

之一。第三，住房制度改革所带来的代际间及社会群
体间的初始财富差异是改革的必然结果，但需要关注

后续房价过快增长所引发的新的财富过大差距以及蕴

藏的社会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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